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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０１

绪 论

历史人物研究，自古以来就是令人关注的问题之一。晚清以
降，西学东渐，西方各种资产阶级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先后在中国得
到传播，对学术界带来了深刻的革命。就历史人物研究而言，几乎
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都被重新认识和评价。人们纷纷著书立说，
竞相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在历史人物研究领域呈现出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人们对历史人物研究的关注，并不仅限于史
学界。但在这方面展开较为广泛的讨论，主要是在史学界。本书
的研究和考察，主要以中国大陆史学界在中国历史人物研究中发
生的论辩为主要对象。

２０世纪的百年中，历史人物研究一直绵延不绝，各种争鸣和
讨论不断出现。我们认为，百年历史人物研究论辩的历史变迁主
要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第一个重要时期是 ２０世纪初年。由于受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和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
兴起，历史人物的研究出现了新气象。这一时期的人物研究非常
重视结合社会现实，重视对新思想、新方法的运用，富于生机和活
力。这时期论辩涉及的主要历史人物有中国古代变革社会、反抗
侵略的英雄人物、先秦诸子、太平天国人物等。第二个重要时期是
２０世纪 ２０至 ４０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及资产阶级新史学
的发展对这一时期的人物研究产生了特别的影响。论辩涉及的历
史人物更为广泛，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资产阶级新史学出现明显分
化，跟现实政治的结合更加密切，成为这时期人物研究论辩最显著
的特点。第三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 １７年。随着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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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论以及一些具体的历史人物研究理论。这些人物研究理论和方
法的讨论，极大地推动了历史人物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本书的第
二章“人物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讨论”将对这些讨论情况做专门考
察。

２０世纪的历史人物研究论辩，最主要的内容是具体人物研究
中的论辩。百年之中，史学界的讨论涉及的历史人物繁多，帝王将
相、文人学士、农民起义领袖、游侠隐士、技艺百工和普通民众，无
所不有，但是人们讨论较多的还是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和思想界的
重要人物。从我们的考察和研究来看，百年之中史学界关注很多、
产生了较多争论的重要政治人物和思想家实在太多。对于应该选
取哪些历史人物作为恰当的个案研究对象，我们认为很难有一个
严格的标准。我们最终根据本书篇幅的要求、资料挖掘的情况、对
论辩情况掌握的程度、自己对历史人物重要性的认识，选取了孔
子、秦始皇、王莽、曹操、武则天、岳飞、王安石、海瑞、林则徐、李秀
成、曾国藩、李鸿章、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蒋
介石、张学良等 １９个历史人物以及一个群类人物“清官”。还有一
些农民起义领袖和思想家也受到特别关注，因另有专书论述，本书
没有再行研究。对上述这些历史人物研究中发生的各种论辩，本
书将按史学界比较流行的历史阶段划分观点，分别设“中国古代人
物研究中的论辩”、“中国近代人物研究中的论辩”、“中国现代人物
研究中的论辩”三章进行专门考察。

本书的考察和研究，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
指导思想，遵循“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尊重客观规律”的原则，尽可
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出阶段性的主体的学术水平和认识水平，既注
重阐述被后来历史证明是科学、正确或比较科学、正确的观点，也
不讳忌阐述某个特定时期主流学术思想中错误的认识。在叙述论
辩过程及内容的同时，我们将尽力公允地分析先哲、今贤在认识上
的灼见与偏差，反映出自己的基本思想倾向。对一些具有较大分
歧的学术观点，我们将给予充分的尊重，抱以客观公正的态度，不
轻易作出评论。特别是对本书涉及的历史人物研究论辩而言，由

史学迅速占据了统治地位，随着科学文化领域“双百”方针的实施，
这时期史学界在 ５０年代初、５０ 年代末至 ６０ 年代初、６０ 年代中期
出现了三次人物研究和论辩的高潮，人物研究和论辩在广度和深
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两个时期。这时期人物研究论辩的显著特点
是：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要求全面、重新认识和评
价各种历史人物，试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第四个重要时期是“文
革”结束后的 ２０多年。这是 ２０世纪人物研究论辩最繁荣的时期。
论辩队伍大，论辩阵地多，论辩的历史人物和问题多，论辩水平高，
是这时期论辩的显著特点。同时，随着历史人物研究领域的不断
扩大和“文化热”、“现代化热”的出现，人物研究的内容和视野也得
到了很大的拓展。综观整个 ２０世纪百年的历史人物研究论辩，论
辩较多、论辩水平较高、论辩成绩比较显著的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
的 １７年和“文革”结束后的 ２０多年两个时期。“文革”的 １０年由
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正常的学术讨论被破坏，成为了百年人物
论辩研究的一个空白时期。本书第一章“２０世纪历史人物研究论
辩述要”，对百年历史人物研究论辩的历史变迁情况做了简要考
察，并概要地介绍了各时期史学界主要关注的历史人物和问题，总
结了各时期论辩值得注意的一些特点，希望能使读者对百年历史
人物研究论辩的总貌有宏观了解。

历史人物研究论辩的形成、变化与历史人物研究理论的发展
和研究方法的变革密切相关，许多历史人物研究论辩的本身也渗
透着历史人物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讨论。因此，考察历史人物研
究理论和方法问题上的论辩，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在具体历史
人物研究上产生的论辩及其内容。２０世纪的百年中，我国史学领
域先后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影
响，出现了两次意义深刻的史学革命，其中后者的影响最为深远。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影响下，伴随着一次又一次人物研究论
辩高潮的兴起，人们对历史人物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也先后在
５０年代初、５０年代末至 ６０年代初、８０年代前期、９０年代中后期出
现了几次讨论高潮。讨论的内容主要涉及人物研究的价值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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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历史人物活动和思想的复杂性，我们对学术研究中许多有分歧
的观点很难作出是非倾向性的评价，结果自然是如同读者所看到
的，叙述多而评论少。

本书的研究所涉及的学术论点，主要选自百年间 １３０多部著
述（含论文集）、７００多篇文章，著述和文章的选择尽可能地遵循典
型性和代表性的标准。由于时间比较紧张和目前学术状况的局
限，更由于我们学术阅历和学术水平的有限，２０ 世纪前半期论辩
的资料搜集得不够充分，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有关的研究，希望读者
谅解。另有不足之处，也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２００４年 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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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摇２０ 世纪历史人物研究论辩述略

一、２０ 世纪初年史学界的人物研究论辩

２０ 世纪初年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迅速高涨的新
时期。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完全变成“洋人的朝廷”，
帝国主义的侵略也不断加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神州大地到处笼
罩着“亡国灭种”的阴霾。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
民主共和的旗帜，领导和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
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在中国历史上建立
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将中国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被以袁世
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北洋军阀当政后，政治上投靠帝国主义，
推行封建专制，在军事上大小军阀间为争权夺利混战不断，在文化
上对尊孔复古情有独钟，使得中国社会乌烟瘴气，中华民国有名无
实。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中国的先
进分子又先后领导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新文化运
动、五四运动等一系列斗争，有力地回击了封建复古逆流，将中国
的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启蒙进一步推向深入。

２０ 世纪初年中国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启蒙的深入，推动了中
国史学的发展和革命。一些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中国先进分



子，为适应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需要，积极引入西方资
产阶级史学思想，揭起了“史界革命”的旗帜，近代中国资产阶级
新史学应运而生。对近代中国“史界革命”的兴起、资产阶级新史
学的创建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主要是英国实证主义史学。以英国实
证主义史学泰斗博克尔的《英国文明史》为代表的西方史学著作，
主张将民族、社会以及文化作为历史主体，为新史学提供了新理
论、新方法，为批判、改造传统史学创造了条件。１９０１ 至 １９０２ 年
间，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文章，正式揭
起了“史界革命”的大旗，标志着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崛起。梁启超
在 １９０２ 年发表的《新史学》中宣称：“今日要提倡民族主义，使我
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
无老无少无男无女，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为渴饮饥食，一
刻不容缓者也。”“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不救。悠悠万事，惟此为
大。”［１］新史学的代表人物除了梁启超以外，还有夏曾佑、章太炎、
刘师培等人。虽然这些人分属于改良派和革命派，政治立场不同，
但对于新史学的主张却大体相同。他们大都提倡民史，反对君史，
主张史学应该以国民为本位，要将古代史学的帝王资治通鉴转变
为近代史学的国民资治通鉴，把帝王为中心的史学体裁转变为以
国民为中心的史学形式，展示国民文化史的演进过程，对国民文化
史的各项主要内容作出专门论述，使建设国民文化史而有所凭藉。
在历史观方面，都提倡进化论，反对历史循环论和历史倒退论。

在社会革命和史学革命双重作用与影响之下，２０ 世纪初年的
人物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根据形势需要，开始
运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历史人物评价与研究，将
人物研究同反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紧密结
合起来。他们通过翻封建旧史的案，对一些历史人物重新评价，对
传统观念发起了强烈挑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关于历史人
物研究的论辩。

这一时期历史人物研究中的论辩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
面：



其一，如何评价中国古代历史上变革社会、反抗侵略和压迫的
英雄。

鸦片战争至戊戌时期的史学家把君臣之义以及名节观念当作
人物评价标准，认为依据它们可以扭转现实政治的混乱局面。如
魏源于 １８５７ 年前后写成的《元史新编》竭力坚持《春秋》的褒贬思
想。“论曰《春秋》书三叛人名，以惩恶而劝善，其人皆以土地归
鲁，鲁史直书其事，不少讳焉。刘整、吕文焕、夏贵、刘梦炎之徒，身
为将相大臣，乃亦趋降恐后，无复愧耻，不彰其恶，则贼臣接踵，岂
尚有顾忌哉。”［２］到了 ２０ 世纪初年，这种人物评价的标准受到了
强烈挑战，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运用社会进化论
作为评判标准，对历史人物进行了重新评价与研究。《湖北学生
界》１９０３ 年发表的《湖北调查部纪事叙例》提出，要调查“历史上
之遗佚”，即包括“旧史诬蔑之英雄，旧史湮没之英雄，鼎革时代之
实录”［３］。这里，实际上是主张要翻封建旧史的案，要翻封建旧史
所“诬蔑”和“湮没”的“英雄”的案。梁启超在《新史学·论正统》
一文中对这种封建正统人物史观也进行了批判，“中国史家之谬，
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不扫君统之谬见，而欲以作史，史为充
栋，徒为生民毒耳。”他对于封建史家的否认少数民族帝王和农民
革命领袖以及农民部队之为正统，提出了强烈的异议。他表示为
匈奴冒顿、突厥颉利和陈胜、吴广、新市、平林、铜马、赤眉、窦建德、
黄巢、张士诚、陈友谅、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而悲”。他认为
一些人的能否获取祖（如汉高相等）帝（如宋武帝等）的徽号，就在
于幸和不幸而已。他反问：窦建德的德难道就不如朱元璋之德吗？
朱温的辖区难道比洪秀全的辖区广吗？隋文帝杨坚难道比西夏李
元昊称帝的时间长吗？他认为“夷狄”和“盗贼”都可以为正统，可
见其反对封建正统史观之烈。

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抒发各自政治主张，改良
派和革命派以历史比喻现实，又以现实经验解说历史，写出了不少
直接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史学论著。梁启超先后写了《赵武灵王
传》《王荆公传》《管子传》，麦孟华写了《商鞅传》。为赵武灵王胡



服骑射叫好，为王安石变法“洗冤”，为商鞅变法“讼直”，为管子变
法“传真”，以此抒发自己的改良主义政治抱负。革命派的一些杂
志也发表不少有关历史人物的文章，如《湖北学生界》的《黄梨
洲》、《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人岳飞传》，《浙江潮》的《中国爱国者郑
成功传》，《江苏》的《郑成功传》、《为民流血史可法传》、《中国革
命家第一人陈涉传》，《复报》的《明季气节列传》，《新世界学报》
的《宋爱国士岳文二公传》，《觉民》的《为种流血文天祥传》、《中
国大侠张之房传》，《竞业学报》的《岳飞传》，《政艺通报》的《黄梨
洲先生传》等等。

在这些史学著作中，他们通过歌颂古代历史人物勇于反抗暴
政和民族压迫的精神，服务于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现实。例
如在对陈涉的评价问题上，刘师培在 １９０４ 年《中国白话报》中发
表《中国革命家陈涉传》，把陈涉与孔子并论，认为如若没有孔
子，就不能集学术大成，这教育就不能完全了。如若没有陈涉，就
不能掀起革命风潮，这政治就不能改革了”。他宣称写《陈涉传》
的目的就是要“教现在的中国人都晓得革命一件事在我们中国也
是很多人实行的。就是独立、自由的字面，也不是外国人创造出来
的”。而“现在的中国，除得实行革命，没有第二个方法”［４］。柳亚
子则在《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传》中称陈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
“推倒政府，普救国民，留绝大纪念于吾祖国之大英雄大豪杰”，是
“中国革命家第一人”，并表示无限崇拜［５］。

在岳飞评价问题上，新旧史家尽管都是持肯定态度，但是肯定
和颂扬之处具有很大不同，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内涵。在封建正统
史家眼中，岳飞是忠臣和孝子的典范，其忠孝节义是岳飞最值得肯
定之处，宣扬岳飞的目的为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为巩固封建君主
专制服务。而新史家则侧重于对他抵御外族侵略的爱国精神进行
讴歌，为宣传和发动民族革命服务。１９０３ 年《湖北学生界》在一篇
文章中称岳飞为“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人”，认为“今日者民族主义
之风潮，日日刺激于吾国民脑中，岳王灵魂亦遂磅礴万丈之浩
气”，“再苏于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之脑”，“为种魂，为国魂，为中国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民族之天神”。还认为后来之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等人，都是
“食岳王遗传之幸福者”，故“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人之金冠不得不
敬上岳王”［６］。《竞业旬报》１９０６ 年第 ５ 期发表的《中国民族排外
第一伟人岳飞传》，也对岳飞抗击侵略进行称赞，将岳飞抗金与革
命党人排满联系起来。同年，蒋智由也发表文章，对国内崇拜岳飞
的心理进行分析，认为岳飞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所崇拜之一大人
物”，就是岳飞代表了在南宋抗金形势严峻之时，忧国之士奋起抗
敌，收复失地，洗雪国耻的心理，认为崇拜岳飞这样的人物，“实能
强固其国家，维持其种族，而为国民势力所由发展，事业所由建
树”［７］。可见新史家宣传岳飞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清朝统治，与封
建正统史家完全不同。

重新评价郑成功的文章著作在这一时期数量也比较多。郑成
功在明末长期从事抗清活动，并与投降清朝的其父郑芝龙毅然决
裂，并且率领军队收复了被荷兰殖民者盘踞的台湾。虽然清政府
后来改变了对郑成功的评价，但在清朝有些官书中仍称其为“逆
贼”、“海寇”。这一时期，郑成功坚持抗清和驱逐殖民者的事迹却
得到了革命党人的高度赞赏。匪石 １９０３ 年在《浙江潮》上发表
《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同年柳亚子在《江苏》上发表《郑成功
传》，都对郑成功的功绩予以肯定，连横在《台湾通史》中也高度评
价了郑成功收复台湾。１９０４ 年《中国白话报》也发表了通俗白话
文的《中国排外大英雄郑成功传》，以为宣传。革命党人热情称颂
郑成功，希望用郑成功的事迹激励国民奋起投入反对清朝统治、反
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之中。

黄宗羲不仅是卓越的学者和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而且是坚持
反清斗争的英雄。２０ 世纪初年，新史家对其思想和事迹进行了重
新评价和认识。他们将黄宗羲称为“中国民族主义发明家”和中
国的卢梭，视为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面传统旗帜，希望“中国民急奉
先生书而读之，庶足于觉迷而争自由，以期耀国常于林林列国
间”［８］。１９０２ 年，《湖北学生界》发表题为《黄梨洲》的文章，称他
为“纯粹的英雄”、“经师人师的英雄”、“张皇师说的英雄”、“举世



崇拜的英雄”等。同年，梁启超也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黄梨洲》，
称黄宗羲为“中国之卢梭”，希望中国人民崇拜他，那么，“二十世
纪的中国”必将赶上“十九世纪的欧洲”。

此外，这一时期的爱国学者还对文天祥、史可法、夏完淳、袁崇
焕等人进行了重新研究与评价，发表了一些文章与著作。他们还
宣传了一些对于中外交通和边疆安全的英雄人物如张骞、班超、郑
和等，从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对民族女英雄的介绍与宣传，也占有重
要地位。１９０４ 年创办于上海的《女子世界》杂志对中国历史上著
名的女英雄进行了详略不同的介绍；１９０６ 年上海广智书局发行的
《祖国女界伟人传》，一共介绍了 ３０ 多名著名女性，除了抗击外族
的花木兰、梁红玉、秦良玉等人，还有西汉农民起义女领袖吕母、太
平天国革命女英雄洪宣娇等。这些宣传介绍女界精英的作品，既
与上述英雄人物宣传有一致之处，又进一步打破了传统以“节妇
烈女”为主要内容的妇女宣传模式，也是对封建伦理纲常的重大
批判。

其二，如何评价当代史人物特别是有关太平天国革命的人物。
在鸦片战争以后，记载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及其他农民起义经

过的史学著作，有周世澄的《淮军平捻记》、陈庆年的《镇江剿平粤
匪记》、李滨的《中兴别纪》等，还有王运的《湘军志》和王定安的
《湘军记》等，都是以清朝为正统，在政治上仇视太平天国及其他
农民起义，无一例外地将洪秀全等人称为“逆”、“寇”、“贼”、
“匪”，对清政府镇压革命起义的“中兴之业和曾国藩、左宗棠、李
鸿章等“中兴名臣”则大加颂扬。对此，谭嗣同却不以为然，他对
洪秀全等表示同情，对曾国藩等则很耻恶。他认为“洪、杨之徒，
见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而曾国藩等“中兴诸公，
正孟子所谓‘服上刑者’，乃不以为罪，反以为功”，他们却“自屠割
其民，而方受大爵，膺大赏，享大名，然骄居，自以为大功者”［９］。

到了 ２０ 世纪初年，新史家们进一步为太平天国运动及其领袖
翻案，对洪秀全等人进行颂扬，而对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所谓“中



兴名臣”进行鞭挞。１９０２ 年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略例》，即将洪秀
全与秦皇、汉武以至于清朝皇帝并列，作为“考纪”之一［１０］。１９０２
年至 １９０４ 年间，刘成禺在孙中山的倡导和支持下，编写出版了《太
平天国战史》。在该书中他为太平天国伸张正气，将饱受清政府
和封建文人诋毁的洪秀全等人称为“反满英雄”，将颠倒的是非又
颠倒过来。１９０３ 年，邹容在《革命军》中指出：“曾国藩也，左宗棠
也，李鸿章也，此大清皇帝所谥为文正、文襄、文忠者也，此当道名
人所推尊为中兴三杰，此庸夫俗子所羡为封侯拜相，此科举后生所
悬拟崇拜不置。”“而犹忍心害理，屠戮同胞，为满洲人忠顺之奴隶
也如是，其他何足论。”“曾、左、李者，中国人为奴隶之代表
也。”［１１］１９０６ 年，《民报》则刊登朱元璋、洪秀全、孙中山的肖像，将
洪秀全与孙中山并称为中国大民族革命伟人。同年，留日学生
编写了中国近代第一部《太平天国人物考》，共表彰太平天国革命
的英雄人物 ２４０ 人。

另外，梁启超等人还特别注意对当时在社会有很大影响的人
物进行研究。在 １９０１ 年先后写作了《李鸿章传》（又名《中国近四
十年大事记》）、《南海康先生传》、《袁世凯之解剖》等，运用资产
阶级史学观点对他们的是非功过进行分析评价。

其三，如何评价先秦时期诸子思想及地位。
戊戌变法以后，诸子研究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重点。在康有

为提出的诸子平列的思想引导下，学者们依据自己的认识，参照当
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观点，对先秦诸子的本
来面目、哲学特性等问题进行了探索。章太炎在《书》（增订本）中
对先秦学术思想作了分析，对先秦诸子的地位进行了重新评价。
他提出要恢复被封建统治阶级极端推崇的孔子的本来面目，认为
孔子不过是先秦诸子之一，“孔子闻望之过情”是从汉代开始的。
在 １９０６ 年发表的《诸子学略说》中，他又进一步肯定了孔子保存
文化典籍的功劳，既肯定孔子是“古良史”，对保存中国优秀文化
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又对其湛心荣利、惟在趋时提出了批评。另
外，他还对道家、法家、墨家等代表人物作了符合资产阶级革命需



要的解释。章太炎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在思想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余杭章氏《书》，至以孔子下比刘歆，而孔子遂大失价值，一时群
言，多攻孔子矣”［１２］。刘师培等人也对诸子及其学说进行了研究，
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和争论。

这一时期的人物研究，无论是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均比此前
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和深入，在一些方面如对太平天国革命的人物
研究及先秦诸子等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一时期的新史家的人物研
究非常重视紧密结合社会现实，运用新思想、新方法进行研究，表
现出相当大的生气和活力。但是，这一时期的人物研究的缺点也
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深入研究的成果不多，往往偏向于简单叙
述和定性。另一方面，新史家在注重历史人物研究的“致用”价值
的同时，往往不同程度忽视了“求真”，有时为了服务于自己的政
治主张，甚至不顾历史的是非标准，任意褒贬历史人物。如在《汉
帜》上曾刊登了《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文中因改良与革命、保皇
与反清的对立分歧，故提出要首先杀死“汉奸”康有为、梁启超、张
之洞等人，并将康熙平三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所用的汉臣
都称为“汉奸”，显然存有偏激与错误。

二、２０ 世纪 ２０ 至 ４０ 年代史学界的人物研究论辩

１９１９ 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新阶段，中国社会历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经过五四运
动，无产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并建立了自己
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她以其坚定的革命性取代了具有两面性
的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和主力军，肩负起了反帝
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思想，经过近 ３０ 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取得了反帝
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近代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新的社会变革带来了中国思想文化的



巨大变革和发展。由于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加剧，各党派团体的
兴起，外来各种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中国文化出现了纷繁复
杂的多元化格局，这种文化状况也为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打上了
特有的时代烙印。在这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近代史学也呈现
出各种史学思潮和史学流派并起，各种论战此起彼伏的状况。这
些史学思潮和流派在这 ３０ 年中更迭频繁而迅速，有的通过自我否
定而不断延续，逐渐形成一股盛大的史学思潮；有的则刚一流行即
遭到分析批判而销声匿迹，或者被在性质上和面貌上大体相同的
另一流派所代替。它们当中影响较大的有两大流派：一是从 ２０ 世
纪初继承过来的资产阶级新史学。受新形势的影响和各种西方思
潮的影响，它在 ２０、３０ 年代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和繁荣。二是唯物
史观传入中国后迅速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
学代表了中国史学新的发展方向，在 ３０ 年代文化争论后逐渐成为
中国史学的主流。

２０ 世纪初形成的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在五四运动后的延续
和发展，是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五四运动后，
资产阶级新史学针对西方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等思想理论难于解决
中国历史根本问题的现状，引进了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新康德主
义、新黑格尔主义、生态史观、帕格森的生命哲学等西方近 ２００ 年
以来有影响的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众流争
渡、相互碰撞的局面，一如何炳松所言：“其对于西洋史学原理之
接受，正与一般政治学家、新文学家同，一时顿呈饥不择食、生吞活
剥之现象。……时学说纷纭，莫衷一是，大有处士横议、百家争鸣
之概，诚不可谓吾国史学复兴之朕兆也。”［１３］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
在接受了西方史学理论后，又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思想和方法，
对中国历史开展新的研究，对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
可忽视的影响。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在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中影响较大的史学
派别之一，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他们以解放思想、
反对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为己任，以疑古相崇尚，对古籍和古事进行



辨伪。顾颉刚提出了“层累地造就中国古史”的命题，认为传统的
所谓中国古史，完全是后人一代代垒造起来的，并非客观真实的历
史。他指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
中心人物愈放大”；“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
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１４］。１９２６ 年，
顾颉刚编辑出版了《古史辨》第 １ 册，以后又陆续出版了 ６ 册，成
为这 ３０ 年间资料最丰富的考据学著作之一。这几期《古史辨》共
收入文章 ３５０ 篇，从传说中的“禹”的存在，到孔子及其学说的地
位、秦汉的统一等问题都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尽管顾颉刚等人在
辨古史研究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对大禹的是否存在的论述
不尽科学，但是他们打破了古代黄金世界说，从根本上推翻了两千
多年来人们崇信的偶像，促使人们的思想解放，同时对上古至秦汉
的人物研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引发了关于古史及人物研究的论
辩。《古史辨》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和争论。一些
资产阶级学者如胡适、傅斯年、钱玄同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
若等人对顾颉刚等人的研究表示了赞扬和支持，认为是“替中国
史学界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史学的中央题目”、“的确是个卓
识”。而一些保守人士对其则深感不安，认为这些翻案文章“很是
影响人心”，刘黎等在《学衡》等杂志上发表文章，攻击它们“牵强
附会”、“妄下断语”、“任情臆造”等等。就连王国维也说顾颉刚等
“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而亦疑之”［１５］。足见其影响之大、论
辩之烈。

此外，在这 ３０ 年中，梁启超、胡适、钱穆等著名的资产阶级史
学家，以及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派，以傅斯年
为代表的“史料学派”，在历史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各专门史领域
内多有建树，在人物研究方面也不断突破和深化，进一步推翻了传
统的封建观念。以梁启超为例，１９２２ 年，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文哲
学会所作的题为《屈原研究》的报告，对屈原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
析评价。在他的影响下，国内出现了一个研究屈原的小热潮，又有
一定数量的论文著作问世，在屈原的生卒年月、文学地位、政治属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